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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人物像赞是具有较强政教文化特征的一种文体， 在中国有悠久的历史发展渊源， 敦煌邈真

赞是这种文化传统在晚唐五代的集中表现。 中古时期， 佛教化与传统丧祭文化相互影响， 产生了以

“影堂” 为代表的非制度化的丧祭形式， 推动了邈真赞在僧俗丧祭仪式中的应用。 敦煌邈真赞对宗族

观念、 社会秩序、 伦理价值的提倡与强调， 构成了官员、 大族以象征符号交换政治权力的合法途径，

有利于归义军政权的社会教化与人心凝聚。

关键词： 邈真赞　 影堂　 像赞　 伦理价值

中图分类号： Ｋ８７０ ６　 　 　 　 文献标志码： Ａ 文章编号： １００１－６２５２ （２０２０） ０４－００１０－０９

邈真赞， 又称 “写真赞” “图真赞” “邈影赞” 等， 其中 “写、 邈、 图” 均指制作

方式， 而 “真、 影” 与 “赞” 则指人物的画像与人物赞颂的结合。 敦煌保存的大量邈

真赞， 为我们深入认识这种曾经流行于一时的文体及其社会文化形式提供了宝贵的材

料。 关于敦煌邈真赞的研究， 学界从文本整理、 佛教美术①、 社会文化②、 文学与文

体③等方面进行了探讨， 使得问题得到了很大程度上的廓清， 但就其使用功能及社会意

义方面的关注还不足。 本文试图将敦煌邈真赞的研究从以往偏重史料的分析中解放出

来， 放到文本社会化制造与仪式传播的视野中， 探讨其背后的伦理价值， 考察归义军的

政治统治思想如何通过丧祭仪式， 将道德规范潜移默化为社会礼俗， 将意识形态内化为

公众认同， 从而对民众的道德观念、 伦理秩序和价值判断施加影响的一个仪式侧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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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敦煌邈真像的文化源流

丧祭仪式中出现的 “像”， 源于古代的 “尸礼”。 “尸礼” 指在祭祀中以活人来代

替祖先神灵受祭的方式， 《公羊传·宣公八年》 何休注： “天子以卿为尸， 诸侯以大夫

为尸， 卿大夫以下以孙为尸。”① 《日知录·像设》 曰： “宋玉 《招魂》 始有 ‘像设君

室’ 之文。 尸礼废而像事兴， 盖在战国之时矣。”② 顾炎武认为 “像” 出现在战国时

期， 是 “尸” 的历史代换， “尸礼” 废除， 人们就以画像或塑像代表祖先加以祭拜。 刘

信芳在考证 《天子建州》③ 所记周代之 “尸” 到战国之 “像” 的礼制转型时说道： “依
楚简所记礼制， 士祭先祖， 设二像， 倘若设三像， 则属 ‘士象大夫之位’， 于礼僭

越。”④ 可见， 祖先祭祀仪式中对 “像” 的设置数量有明确的社会等级规定。
汉代 “像” 在官方祭祀中的使用有着强烈的主流意识形态色彩。 《汉书》 记载：

“ （金） 日磾母教诲两子， 甚有法度。 上闻而嘉之。 病死。 诏图画于甘泉宫， 署曰： 休

屠王阏氏。 日磾每见画常拜， 乡之涕泣， 然后乃去。”⑤ 金日磾母因 “教子” 获得皇帝

诏令图画， 有明显的价值引导作用。 丁兰刻木代亲而事之如生， 故 “郡县嘉其至孝，
通于神明， 图其形象于云台也。”⑥ 也是官方强化忠孝观念的体现。 汉代官方使用 “像”
作为政治表彰手段的记录很多， 明确实用于丧祭仪式的记录则不多见， 据 《宋书》 记

载景耀六年， 刘禅、 习隆和向允在讨论为诸葛亮立庙的问题时谈到： “自汉兴以来， 小

德小善， 而图形立庙者多矣。”⑦ 可见汉代确实有很多图画形像立庙祭祀的情况。
魏晋南北朝以后， 佛教的传入为中国提供了新的崇拜形式。 佛教又称 “像教”， 人

们谈到佛教传入， 常与汉明帝 “夜梦金人” “令画工图佛像”⑧ 相联系， 佛像即是佛教

传播的第一媒介。 在偶像崇拜的带动下， 绘画造像艺术有了新发展， “凡是有佛教的地

方， 精巧的造像工艺就发达”⑨， 这也必然会对俗世生活产生启发与示范的效应。 比如

雷闻指出隋文帝在生前将自己的造像颁赐于全国佛寺， 或许是对佛陀灭度之前造像故事

的模仿， 反映出佛教对祭祀观念的改变。 此举直接影响到唐代， 当朝皇帝往往将自己

的塑像供奉于寺院， 使得皇帝神圣性大为增强， 皇帝崇拜更加深入人心。
佛教又与中国本土的丧葬文化相互影响。 一方面， 僧人的葬塔、 庙中广泛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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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像” 以示纪念， 唐宋时期， 佛寺中发展出真堂、 影堂 （真堂又称影堂①， 以下并称影

堂）， 其间供奉祖师画像 （又称写真、 顶相） 来象征特定的宗派派别， 类似于孔教的家

庙。② 敦煌僧人邈真赞有一些写于影堂之中， 正是此制度的衍生。 另一方面， 为亡者

“追福” 的理念和传统儒家祭祀文化相结合， 推动了 “像” 在祭祀中的使用和发展。 比

如北魏光州刺史崔挺死后， 光州故吏为其 “共铸八尺铜像于城东广因寺， 起八关斋，
追奉冥福。”③ 可知， 佛教在传统丧祭仪式之外开辟了另一种非制度化的祭祀途径。

唐代， 这种非制度化的丧祭形式在皇室的推行下风靡起来。 唐王室为纪念先帝太

后、 祈福建立了许多功德寺， 内部供养祖先的肖像。 如龙田寺④、 敬爱寺⑤等。 而后功

德寺又成为了一种身份象征， 据 《佛祖统纪》 记载： “敕贵妃、 公主家始建功德院。”⑥

“诏辅相大臣始建功德院。”⑦ 由于家庙制度立庙、 传续的艰难， 这种与寺院相结合的祭

祀形式成为了家庙的替代品， 流行于权贵大族之中。 比如唐代刘汾于文德元年 （８８８）
舍田创建禅寺， 召僧 “五人入寺住持， 勤于开耕， 守奉祖宗春秋二祭。”⑧ 元代 《重修

景祥徐氏祠堂记》 描绘了这种现象： “家有庙， 祭有田， 古制也。 近世巨室舍田创寺，
主檀越祠， 制虽非古， 然报本始， 昭不忘， 一也……于是重绘先影……”⑨ 证明 “近
世” 即唐宋以来大家族往往通过舍田创寺的方式， 奉祀祖先。 上文所述在宗教范畴使

用的影堂， 也在此时与俗家丧祭仪式合一。 如后梁 《广化寺檀越郑氏舍田碑记》 中郑

氏向寺庙舍田供奉以先祖， 并 “立碑于大雄殿侧及影堂之内”。 敦煌邈真赞中有三篇

俗家写真 “题于真堂” 也反映出了佛教对丧祭之俗的影响。
家庙制度的衰微和禁止王公以下私立寺庙的官方要求， 使得影堂逐渐脱离寺院独

立。 太和四年 （８３０）， 河南节度使段文昌 “别营居第， 以置祖祢影堂”。 从寺院转向

辟于居室的影堂， 孕育着北宋祠堂理念的诞生。 在司马光所撰 《书仪》 中， 影堂已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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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式成为一种世俗的祭祖场所。 关于其使用阶层， 程颐称： “庶人祭于寝， 今之正厅是

也。 凡礼， 以义起之可也。 如富家及士置一影堂亦可。”① 程颐所说富人及士人都可以

建立影堂， 表明在商品经济发达的宋代， 富人作为新的社会群体正在通过祭祖这一行为

重新定位自身的社会阶层， 而影堂则成为其身份地位的象征之一。 邈真像在丧仪中主要

应用于 “影舆”， 在 《宋史》 中规定为诸臣丧葬规格一品礼②， 同样显示出使用者的社

会地位。
以上， 邈真像在唐五代敦煌地区的盛行， 一方面有着中国传统祭祀礼仪的文化渊

源， 具有较强的社会阶层象征意味。 另一方面， 佛教传入之后， “像教” 与中国祭祀祖

先的文化传统相结合， 推动了佛教祖师信仰的普及与深化， 产生了影堂这种祭祀形式。
政治统治者则积极利用佛教作为新的意识形态塑造手段， 从 “皇帝即佛” 的宗教偶像

崇拜扩展到了利用功德寺供奉祖先肖像， 使得皇帝的孝心、 孝行有示范性的传播效果。
同时， 家庙制度的衰落和政治上层祭祀祖考的需求， 使得世家大族开始舍田创寺或者是

于宅邸建立影堂作为家庙制度的补充， 佛教的影堂祭拜在此和俗家的丧祭之仪合二为

一。 另外， 影堂、 影舆的使用， 又有身份、 经济上的要求， 邈真像的制作要求又高，
“须无一毫差方可， 若多一茎须， 便是别人”③， 均说明 “邈真像赞需要付出较高的代

价， 请名士作赞更非易事， 所以一般黎庶之辈是无能为力的， 这属于官吏富豪的专

利。”④ 敦煌邈真像的拥有者不是官员就是大族， 说明邈真像在那个时代正是权力与阶

层的象征， 是敦煌僧、 俗上层人士借以扩大声誉、 体现地位的手段之一。

二、 敦煌邈真赞的文体变迁

关于邈真赞的发展来源， 学界主要认为源自于古代的像赞， 多以 《楚辞章句·天

问篇》 中屈原 “因书其壁， 呵而问之”⑤ 为最早例证。 西汉末汉成帝命扬雄为赵充国图

画而颂， 揭开了东汉时期像赞作为一种政治表彰制度的序幕。 只有确有勋绩， 才能获得

被图像及作赞的资格。⑥ 各个地方政府也纷纷效仿， 在郡府办公场所给历届执政者画像

作赞。⑦ 东汉末期， 这一现象已经有世俗化、 个人化倾向。 东汉桓帝时期的武梁祠内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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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古圣贤图画赞文①， 赵岐生前于墓室墙壁自为画像及季札、 子产、 晏婴、 叔向四人之

像， 皆有赞颂，② 充分说明当时像赞已经由早期官方督导的表彰方式变成了自我精神的

标榜行为。
对比汉代像赞与敦煌邈真赞， 其文体特征与使用功能有很大的差别。 首先， 从文体

特征上来看， 汉代的像赞前没有 “传记” 文字作为赞体的内容依据， 例如武梁祠内虞

舜像赞为： 帝舜名重华， 耕于历山， 外养三年。③ 故刘勰在 《文心雕龙·颂赞》 中称

“篇体促而不广”， 且叙说时 “义兼美恶”。 邈真赞则往往序、 赞结合， 序中以时间发展

为顺序 “记功颂德”， 其书写内容极似碑铭中的序言， 描写内容包括亡者的身世、 状

貌、 品德、 功业等等， 是对于亡者的称颂与赞美， 不含称恶的部分。 其次， 从使用功能

上来看， 邈真赞是在丧祭仪式中使用的实用文体， 在去世前后请他人书写， “遗留祀

礼” （Ｐ ３７１８ 《张良真邈真赞》 ）， 供子孙日后祭奠， 其他人 “往来瞻谒” （Ｐ ４６６０
《曹僧政邈真赞》 ）， 以 “其名可播” （Ｐ ４６６０ 《翟神庆邈真赞》 ） 至 “铭记千春”
（Ｐ ４６６０ 《康通信邈真赞》 ）。 汉代像赞的使用功能则与祭祀宗祖无涉： 一是帮助封建

统治者树立典范， 维护封建统治秩序； 二是写作者的个人情致和志向表达。
赞前有序的文体形式， 考虑到在丧祭仪式中的应用特性， 最早见于汉代。 蔡邕有

《议郎胡夫人哀赞》 一文， 称： “作哀赞书之于碑。”④ 是写于墓碑之上的哀赞之文。 体

例前有大段的序言叙述亡者德行， 后 “作哀赞”。 正因如此， 王应麟指出： “蔡邕文今

存九十篇， 而铭墓居其半， 曰碑， 曰铭， 曰神诰， 曰哀赞， 其实一也。”⑤ 肯定了哀赞

与碑铭的同实异名。 汉代的碑铭 “夫属碑之体， 资乎史才。 其序则传， 其文则铭。”⑥

可见在汉代时， 史传、 赞文、 碑铭之间的文体形式已经互相发生了影响， 不过并未与像

结合在一起， 记录寥寥， 没有大规模使用。
魏晋南北朝时期， 像赞之前也开始出现序言。 据高华平研究， 认为与佛教呗赞的影

响有关： “佛经中的赞本为呗赞， 它们在形式上为重复咏颂 ‘契经’ （散文） 的偈颂

（诗歌）， 故被称为 ‘应颂’ 或 ‘重颂’ ”， “因此， 中土的文士如果要学习吸收佛经的

文体形式， 即使是创作最原始的图赞， 也不再是单纯的图像加赞语的形式， 而是多在赞

前加上一段序。”⑦ 因此， 佛教传入之后， 在像赞前加上一段或者几段文字， 说明写作

缘起以作为序言的情况就比较多见， 如曹植 《画赞序》、 夏侯湛 《东方朔画赞》、 支遁

《释迦文佛像赞 （并序） 》 等。
真正将像赞在丧祭仪式中扩大化使用的是魏晋南北朝时期的僧人群体。 《晋敦煌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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道遂》 记载： “于交趾遇疾而终， 春秋三十有一矣， 郄超图写其形， 支遁著铭赞。”① 可

见僧人在去世之后， 会为其画像、 写赞。 支遁还为竺法护、 于法兰等人撰写过像赞。 僧

人像赞的形式是否是序、 赞结合， 在释宝唱的 《比丘尼传》 与释慧皎的 《高僧传》 中

有相关记录。 如 《善集寺慧绪尼四十八》： “是永元元年十一月二十日卒， 时年六十九，
周舍为立序赞。”② 《晋剡沃洲山支遁》： “春秋五十有三， 即窆于坞中， ……郄超为之

序传， 袁宏为之铭赞， 周昙宝为之作诔。”③ 可知此时像赞前极可能伴有传记作序， 对

后期邈真赞的文体形式产生影响。
僧人逝后的像赞有着宗教方面的实际功能， 一方面， 像赞为佛教内部标榜着戒规律

仪之僧范。 《高僧传》 中有云： “弘赞毗尼， 则禁行清洁。”④ 另一方面， 像赞象征着死

者精神之留存， 体现出祭祀的用途。 《高僧传》 曰： “是以祭神如神在， 则神道交矣。
敬佛像如佛身， 则法身应矣。”⑤ 意味着佛教传入后与中国本土祖先崇拜相互影响， 凸

显出 “像” 与 “神” 之间的对应关系。 影堂类似于家庙， 而像赞则代表亡者。 在佛教

争夺宗派谱系的过程中， “精神血脉” 的建设成为重点， 赞文成为描摹圣僧精神的最好

手段。 《宏智禅师广录》 载： “出六代祖师画像， 以赞见托。”⑥ 特别是正史中保留了许

多皇帝为高僧诏赐像赞的记录， 例如唐代窥基法师⑦、 宋代慧持法师⑧等， 使得僧人像

赞蒙上了官方的色彩， 增强了世俗权力对于宗教权威的影响与塑造， 体现出强烈的政教

特征。
正因赞文代表着圣僧之精神， 宋代年间， 像赞成为寺院僧人和访客追捧的对象，

《宏智禅师广录》 记录了列于 “禅人并化主写真求赞”⑨ 下的几百则赞文， 这些赞文在

真像与其神圣性之间建立了有效的联系， 从而使真像更加富有神彩灵性， 显示出开悟祖

师虽不在却有如仍在的意义。
综上所述， 敦煌邈真赞源自于古代像赞文化的流传和发展， 其在丧祭仪式中的大量

使用， 可以追溯到六朝时期与佛教圣僧相关的丧祭活动。 序、 赞结合的文体形式， 在历

史的发生、 变迁过程中， 受到了史传、 碑铭、 呗赞等文体的影响。 邈真赞之惠存亡者精

神的体现， 在唐代中后期， 既用于佛教高僧的供奉， 也逐渐应用于俗家丧祭仪式， 成为

祖先崇拜的核心意义表达， 为其谱系流传和权力塑造提供了仪式化的舞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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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敦煌邈真赞的社会伦理价值

通过上述研究得知， 像与赞的使用， 源于统治阶层 “成教化、 助人伦” 的政治考

量， 在佛教与传统丧祭文化的交互下， 开始广泛的应用于僧、 俗丧祭仪式之中， 成为了

宗派、 宗族用以证明自身权力合法性和社会地位的途径。 从其应用与功能上来说， 分为

公、 私两个层面。 私是指邈真赞主要供门人、 族人瞻仰、 祭祀使用， 因此邈真赞有加强

宗法观念、 维护等级秩序、 传递孝文化等方面的功能； 就公的方面来说， 设于寺庙、 石

窟的影堂， 因可供他人观瞻， 使邈真赞的精神内涵从私人领域转入了公共领域。 此外，
邈真赞还应用于丧礼和斋会之中。 丧仪进行时， 邈真赞安置于交通要道， 如 Ｐ ４６６０
《禅和尚赞》 云： “于此路首， 貌形容仪。 丹青既毕， 要段 （假） 文晖”， 再用影舆载

回影堂， 李小荣认为该过程和佛教的行像仪轨有较大关联①， 在共睹瞻仰之中， 产生公

共传播的效力。 用于斋会的邈真赞， 见 Ｓ ４６２４ 《逆修某七斋祈愿文》 记载： “请真容而

稽颡”。 斋会不仅是面向亲族， 如 Ｓ ２７１７ 《百日斋文》： “衙在 （佐） 则齐叹助悲哀，
府主则偏情分恋惜。” 是归义军衙府中的一位押衙为亡父所作， 到场的还有朋友、 同

事。 因此， 敦煌邈真赞在亲缘、 业缘、 地缘中均有着社会伦理价值的传播功能。
（一） 宗族荣光及精神偶像的塑造

丧祭仪式作为古代家礼制度的组成部分， 主要维护的是宗族的利益与秩序。 内含宗

法等级制度构成了支配社会等级结构的合法性观念， 进而成为治理社会的意识形态。 因

此， 邈真赞的内容需要符合宗族的利益的政治、 文化形象塑造， 是帮助其提高内在凝聚

力、 扩大社会影响力、 实现社会统治的基础。
首先， 出于凸显门第名望的渴望与宗族正统性的表达， 邈真赞文中大量出现 “虚

引他邦， 冒为己邑” 的现象。 一种权力只有被相信是正统的， 才能获得被认同的属性

和能力， 而表明正统性的重要前提是表达出权力继承的支脉来源。 因此邈真赞开端通常

都会追本溯源， 认祖归宗。 通过攀附中原的正统宗族大姓， 从而提高宗族的社会地位和

政治威望。 例如 Ｐ ３７１８ 《李绍宗 （润晟） 邈真赞并序》 中： “陇西鼎原， 任职已临于

莲府。” 将郡望来源 “陇西鼎原” 特别点出， 根据孙修身的考证： “敦煌李姓， 是出自

汉将李陵之后与唐宗室无涉， 此处应为对李唐皇室的攀附。”②

其次， 强调族群居官的历史荣光， 是反刍过去、 重构宗族历史的一种手段。 有利于

攫取相应的文化资源， 获得主导地方事务之合法性， 提升该族的社会影响力。 例如：
Ｐ ３７１８ 《张明集写真赞并序》： “郎君讳明集， 字富子， 即今河西节度曹太保亲外甥也，
都头知内亲从张中丞长子矣。” 在这一意义上， 宗族成为了政治、 文化的生产组织， 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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宗族的信仰与表率延伸为整个社会风气的主导， 血缘身份与权力认同合为一体。
第三， 树立精神偶像， 发挥模范作用。 马克思·韦伯在研究社会权力结构和权威分

析时提出 “卡里斯玛” 类型的偶像， 既指具有神圣感召力量的领袖人物的非凡精神魅

力或体格特征， 也用来指一切与日常生活相对立的超自然神圣特征， 如高尚的血统或者

世系。 邈真赞所塑造的即是中国式的卡里斯玛， 一方面， 亡者的精神禀赋与其宗族出身

交相呼应， 例如 Ｐ ３７１８ 《府君忧道邈真赞并序》： “鼎族传芳， 勋庸宿著。 神貌望之而

异众， 龆龀聪俊以超先。” 另一方面， 又显示出其天纵多能的一面， Ｐ ３８８２ 《府君元清

邈真赞并序》： “况公生之别俊， 诞质英灵； 机谋出自天然， 志操禀从神授。 三端杰众，
六艺标彦。” 令人敬畏、 使人依从的卡里斯玛特质， 具有引导地方社会认同大族执掌政

权的意识体现。
（二） 对中央及归义军政权的认同和拥戴

第一， 以忠孝节义为主题的宣扬。 张议潮在起事成功之初， 即遣使入京献款纳忠，
其建节 “归义” 和仗节归唐之举均表达出了归义军拥戴中央的政治理念， 邈真赞中也

透露出其 “忠君爱国” “节义仁孝” 的道德规范， 不仅官员， 对于僧侣尼众的个人德行

也如此品评。① 如： Ｐ ４６３８ 《曹良才邈真赞并序》： “秉心洁己， 清名久播于人伦； 端

直守忠， 奉上贞心而廉慎。” Ｐ ３７１８ 《范海印和尚写真赞并序》 赞云： “清如冰璧， 贞

比松坚。 俗望济北， 释内精妍。 奉公守节， 每进忠言。” 这些都是对国家主流话语的回

应， 是地方势力表达国家认同的一种特殊形式。 再结合 《励忠节钞》 以及 《百行章》
这类道德伦理教育读本在敦煌地区的广泛流传， 以及归义军在官员奖拔中对于 “忠”
“孝” 的道德伦理标准， 都表现出归义军政权围绕中央政权为核心的理念传达。

第二， 对历任官职及功勋业绩的描述。 例如 Ｐ． ３７１８ 《薛善通邈真赞并序》 载：
“伏自曹王秉政， 收复甘、 肃二州。 公乃战效勇于沙场， 纳忠勤于柳境。 初任节度押

衙， 守常乐县令。 主辖当人， 安边定塞。 畏繁喧于洗耳， 怯光荣于许由。 辞位持家， 谯

公再邀于御史。” 对于仕宦履历的罗列赞美， 体现出对地方政府的政治认同， 对中央政

府政治向心力凝聚。 而功勋业绩， 与 “祖有功， 宗有德” 用来福泽后人的祭祀思想有

关。 功德勋劳是古代中国对功臣配享祭祀的一大要求， 宗族的祭祀， 原是 “追养继孝”
的结果， 却随着时间的发展成为了 “尊人君， 贵功德， 广孝道” 社会政治宣传， 表现

出 “国” 与 “家” 的同源同构， “忠” 与 “孝” 的自然一致。 值得注意的是僧人邈真

赞同样强调荣耀、 礼遇、 地位等事迹的描述， 折射出对尊贵人生的想往。
（三） 儒家理想之社会秩序构建

儒家学说作为中国古代丧祭仪式的主导思想， 强调天、 地、 人三位一体的思维模

式。 首先， “人间秩序” 的树立， 强调 “君君、 臣臣、 父父、 子子”， 即每个人各正其

位， 明确自己在社会中的担当与位置， 确立现实社会中的人伦秩序， 是国家政治秩序之

７１敦煌邈真赞的文化源流及社会伦理价值

① 屈直敏 《从 〈励忠节钞〉 看归义军的道德秩序重建》， 《敦煌学辑刊》 ２００５ 年第 ３ 期， 第 ７６－８９ 页。



基础。 邈真赞体现出不同的社会群体中不同的道德要求。 比如对于官员要求 “谦廉恭

俭”， “义勇勤坚”， 例如 Ｐ ３７１８ 《曹盈达写真赞并序》： “刚柔备体， 忠孝不舍于晨昏。
素性清高， 恭勤每存于邻傥。” 对于僧人， 要求守戒修禅时 “志如金石” 和阐扬禅业时

“愍勤善诱”。 对于社会中不同的女性身份： 比丘尼和俗家女性， 却有着相似的道德要

求。 作为尼， 虽然已经脱离俗尘， 但是要求遵守 “妇道” （Ｐ ３５５６ 《张戒珠邈真赞并

序》 ）， 注意行仪贞洁， 性格谦和 （Ｐ ３５５６ 《曹法律尼厶乙邈真赞并序》 ）， 以及高操

教化， 永扇慈风的工作态度。 对于俗家女性， 更重视 “三从四德” 的文化传统。 如：
Ｐ ４９８６ ／ Ｐ ４６６０ 《京兆杜氏邈真赞》： “天资四德， 神假三从； 巫山玉貌， 洛浦仙 （姿）
容。” 以上可以看出， 儒家思想中将女性作为男性和家族的附庸， 同时影响到了提倡

“众生平等” 的佛教， 强化个人在社会中的不同定位， 有利于维护社会稳定。
其次， 是与人间秩序相对应的 “自然秩序” 的体现。 《周易·系辞上》 所说： “天

生神物， 圣人则之。 天地变化， 圣人效之。 天垂象， 见吉凶， 圣人象之。”① 天道与人

道相互呼应， 圣人可以通过自然现象来了解天的谴告与奖赏， 奠定了圣人信仰的先验性特

征和神圣渊源， 因此， 在传统的天人感应的语境中， 迎合百姓的心理与认知， 通过与自然

秩序的链接， 塑造出政治清明的局势， 完成圣人信仰的道德教化， 是一种中国传统政治权

威的建立过程。 如 Ｐ ４６３８ 《曹良才邈真赞并序》： “盖闻河岳降灵， 必应杰时之俊， 星辰

诞质， 爱资护塞之助。 是以极边神府， 千载降出于一贤； 英杰奇仁， 五百挺生于此世。”
Ｐ ４６６０ 《都毗尼藏主阴律伯真仪赞》： “清廉众许， 令誉独彰。 园垂甘露， 灵瑞呈祥。”

如上所言， 邈真赞中蕴含着丰富的社会伦理价值， 在追溯宗族背景、 描述仕宦履

历、 倡导儒家秩序的过程中， 既表现出了对亡者的缅怀与纪念， 塑造了以名门大族、 高

僧大德为主的政治权威， 完成了 “宗” 的谱系构建和精神偶像的树立， 构成了以象征

符号交换政治权力的合法途径。 从地方政权的角度来看， 邈真赞更是一种以树立精神、
宣传政治为目的的语言艺术， 通过丧祭仪式的基层社会的信息传播方式， 使当地民众自

觉或不自觉的认同邈真赞背后的社会伦理价值取向， 于是以归义军权力认同为主的政治

的同一性， 才真正的被构造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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